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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各主要人群额骨 3D 几何形态的对比

崔娅铭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额骨是连接面颅和脑颅的重要头骨组成部分，关于现代各个人种的额骨形态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

这些人种额骨的基本形态如何，变异范围以及与其他人群的相似与差异等问题都尚未完全厘清。而额骨

的很多特征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进行测量和准确的描述比较。鉴于这些问题，本文将采用基于三维

表面半标志点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研究东亚现代人额骨的表面形态及其变异范围，并与欧洲，东南亚，

美洲，非洲以及澳洲的现代人群的额骨形态进行对比，为对比不同人群的形态研究建立基础数据。结果

显示，额骨形态的变异主要表现在：1）额骨鳞部的额结节和正中矢状脊共同向前隆起或回缩以及相对额

骨宽度；2）眉弓的粗壮程度，额结节的侧向发育程度和正中矢状脊的发育情况。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现

代人与其他人群在额骨形态上的关系，本文还探讨了额骨大小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结果显示，东亚现

代人和欧洲现代人额骨中心大小值的中位数最大，澳洲现代人的最小。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形态与澳洲，

欧洲和非洲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为了检验额骨的形态是否与遗传距离一致，作者还对额骨形态距离和

遗传距离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人群的额骨形态与其遗传距离呈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本研究

结果中不同人群额骨形态上的差异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遗传距离，并可能进一步反映人群历史。

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平均形态在与各个人群比较过程中表现出一致性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

现代人群的进化过程是相对独立的。未来额骨的三维几何形态测量可通过扩大标本数量进一步探讨不同

性别和不同演化阶段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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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frontal morphology among modern major populations: A 3D 
geometric morphometric study

CUI Yaming 

Key Laborator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frontal bone is the important cranial part that connects the facial and neurocranial 
parts of the cranium.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variance of the frontal shapes of the major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the complicated surface morphology of frontal bone limits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research.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of the frontal bone of East Asian modern human population, and the comparisons with 
other major modern human populations of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locations (Europe, Southeast 
Asia, America, Africa and Australia), using three-dimensional surface landmarks based geometric 
morphometric methods. 11 landmarks, 31 curve semi-landmarks and 418 surface semi-landmarks 
on the frontal bone for each specimen. We then performed 3D geometric morphometric analyses 
to quantify the frontal shapes. Within the population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ain variation 
is exhibited in following ways: 1) the robusticity of the frontal tubercle of the frontal squama 
and the relative width of the frontal bone;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ciliary arches, frontal 
tubercles, and mid-sagittal cres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rontal 
morphology of the East Asian population and other populations, we carried out analyses of 
frontal size and comparis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modern human 
populations exhibits the greatest median of the centroid size of the frontal bone, and Australian 
the smallest. Permutation test shows that the East Asian and Indian American populations 
share the closest frontal morphology in terms of Procrustes distan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Australian aboriginals and all the other populations. And the 
frontal morphology of the East Asian population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ustralian 
aboriginals, Europeans and African modern humans. The current study also tes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rontal morphology and the genetic dista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y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r=0.214, p=0.002), suggesting that th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reflect genetic 
differences to some extent. The frontal morphologies of East Asian population show unique 
features in the comparison to all the population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ossibly suggesting 
a relatively isolated evolutionary history for the East Asian population. Future analyses of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on the frontal surface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cimens of different gender, and evolutional stage through expanding the sample size of cranial 
materials. 

Key words: Frontal bone; modern human; three dimension;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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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额骨形态，特别是眼眶上方的结构特征，一直是早期人类和现代人类研究中的重要

特征。额骨特征，特别是眶上圆枕的存在与否及其形态是用来鉴定区域人群，人群生存时

间以及亲缘关系的重要特征 [1-7]。

由于额骨的独特形态以及缺乏可用的测量标志点，对其面颅部分和脑颅部分很难进

行准确的量化描述。因此关于额骨形态的研究大多使用非测量特征或描述的方法来进行

研究，或是简单的线性测量方法 [8-11]。近期由于 CT 技术的普及，一些研究使用颅骨的 CT
扫描来研究额骨内外表面的矢状轮廓 [10]。

这些早年进行的关于额骨结构或功能性的研究初步提供了额骨的变异情况。这些早

年的研究在一系列颅面形态变异的基础上试图解释额骨形态个体发育基础，特别是眶上圆

枕 [12-17]，与脑形成相关的异速生长变化 [18, 19]，或是生物力学与功能学上的压力源。有些

研究指出咬合力量会影响额骨形态 [20-23]。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导致整体颅骨粗壮型的系统发育变化，可以解释突出的眉

脊 [24, 25]。这些研究的结果显示人类和灵长类的眶上圆枕形态变异并非对于高度咬合力

负荷产生的应力反应，因此其形态并非反映个体活动水平 [13, 14, 16]。眶上形态最有可能

与神经颅，脏颅和颅底的空间关系有关 [16, 17]。而关注现代人之间相似性的研究也支持

这一结论，研究现代人颅骨形态特征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 [16, 26, 27]。

许多关于额骨的系统发生学意义的研究都是基于额骨的定性描述，鲜有使用定量方

法对额骨内外表面的形态进行分析的研究 [10, 28-31]。而作为古人类分类和描述的重要特征，

关于现代人不同区域人群额骨变异特点在文献中也鲜有提及。关于现代各个主要人群的额

骨形态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些人群额骨的基本形态如何，变异范围以及与其他人群的

相似与差异等问题都尚未完全厘清。而额骨的很多特征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进行测量

和准确的描述比较。鉴于这些问题，本文将采用基于三维表面半标志点的几何形态测量学

研究东亚现代人额骨的表面形态及其变异范围，并与其他各大地理位置中的现代人群的额

骨形态进行对比，为人类演化和对比不同人群的形态研究建立基础数据。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标本来自东亚、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以及澳洲。标本来源地

点的分布如图 1 所示。其中美洲的标本来自美洲印第安人群，非洲的标本来自肯尼亚的当

地人群，澳洲的标本来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用于本文研究的东亚现代人颅骨标本共

29 例，这些来自江西、云南、贵州、广西、安徽、山东、河北、青海、吉林等九省区，

采集自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秦城培训中心收集的东亚现代人颅骨标本。另外还包括 26 例来

自欧洲现代人头骨，由 Zellerndorf、Vresovice、Kysperka 3 个地点的合并而成。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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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标本六例，澳大利亚标本 8 例（包括两例来自塔斯马尼亚的

标本），北美印第安人标本 16 例，均采集自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32]。非洲（南非）

标本 18 例采集自肯尼亚国家博物馆 (Kenya National Museum) 医学院解剖系收藏的生活在

肯尼亚内罗毕等地的现代非洲黑人骨骼标本 [32]。澳大利亚的标本来自库克敦等地。在标

本的采集过程中，额骨部分有缺失，破损，严重变形的标本，本研究不予采用。由于样本

总体性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79），本研究并未对性别进行区别。

表 1 标志点和半标志点
Tab.1 Homologous landmarks 
and curve semilandmarks used 

in the analysis
标志点 缩写或描述

1. 眉间点 g

2. 鼻根点 n

3,4. 眶额颧点 fmo

5,6. 额颞点 ft

7,8. 上颌额点 mf

9,10. 颞额颧点 fmt

11. 前囟点 b

眉弓 从眉间点到上颌额

点，双侧，n=9
眼眶上缘 双侧，n=9

额矢状 从眉间点到前囟点，

n=15

图 1 骨骼标本和遗传数据来源地点的分布
Fig.1 Genetic and morphological modern human population sample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he dots 

indicate morphological populations, and the colored geographic areas indicate genetic populations
图中的点表示骨骼标本的地点，不同颜色表示的地区表示遗传数据来源的地点

 2.2 标本的三维表面扫描和初步处理

东亚，欧洲的现代人颅骨标本使用 Konica Minolta 非

表面接触式三位数字 Range 7 扫描仪进行扫描，以将其表

面形态量化。该扫描仪的分辨率为 40 微米。扫描完成的标

本使用Rapidform XOV 2软件进行初步处理。东南亚，美洲，

非洲以及澳洲的现代人颅骨标本使用 Next Engine 三维激光

扫描仪进行扫描。

2.3 标志点和半标志点的定义和放置

本研究使用的 11 个标志点（表 1）是根据前人研究中

的颅骨标志点确定的 [33]。所有的标志点的位置和坐标都使

用 Landmark Editor Software[34] 获得。为了避免不同研究者

放置标志点时产生的不必要的误差，所有的标本上的标志

点都由本文作者一人确定。

将所有标本上的标志点确定以后，就可以开始定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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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点在曲面表面滑动，以此确定每一个标志点和半标志点的三维坐标。这样的方法能够

保证每一个标本表面的曲面半标志点数目相同，并且其位置相互对应 [35]，见图 1。标志点

和曲线半标志点的放置使用 Landmark Editor[34] 和 R x64 3.2.1[36] 来完成。完成滑动之后，

标志点和半标志点将在后续的分析处理中无差别处理。

随后本研究将使用 Generalized Procrustes analysis（GPA）来将一系列标本的标志点或

半标志点根据最小平方和的原则重叠到平均位置上。GPA 的使用可以通过使每一个标本

的中心大小（Centroid Size，每一个标志点与标本中心点之间距离的平方和的平方根）相

同的方法使其标准化 [23] ，去除不同标本之间的位置，大小和方向造成的坐标值差异，尽

量减少非形态变异对分析造成的影响。所有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使用 R x64 3.2.1[36]。

2.4 分析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起到的作用是将高维形状数据

降维并且可以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归纳，找出数据的大致趋势。为了使两个最主要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s，PCs）所代表的形状差异更直观，作者将对 GPA 以后的所有标

志点和半标志点坐标进行 PCA 分析。另外，本文作者还将额骨形态按照主成分轴极值

所代表的形状进行弯曲，将得到颅骨形态绘制在 PCA 图的四周，藉此确定本研究样本

变异范围的极端情况和极性。

为了确定各个群体之间的额骨形态相似程度，作者计算了每两个现代人群平均形状

之间的形态差异，这在几何形态测量学中是通过计算 P 距离（Procrustes Distance）来完成，

图 2 额骨的标志点和半标志点示意图
Fig.2 Illustration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landmarks and semi-

landmark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红色：额骨上的标志点（Red: homologous landmarks）；紫色：曲线半标志点（Purple: 

curve-semilandmarks）；橙色：曲面半标志点（Orange: surface-semilandmarks）。

图中标志点名称为缩写，全称见表 1（Homologous landmarks are abbreviated and the 

full names are listed in Table 1）

线半标志点和表面半标志

点。曲线半标志点将额骨

的几条曲线均分为若干部

分，由本文作者手动将曲

线半标志点定义在每一个

标本上。曲线半标志点共

有 31 个。然后定义表面半

标志点，首先将其中一个

标本定义为“模板标本”，

在其表面建立一个由标志

点和曲面半标志点组成的

网，本研究共定义了 418
个表面半标志点，其分布

见图 2。再使用薄板样条曲

面根据每一个标本的形状

将这个“模板网”进行弯曲，

使其与其余颅骨的表面形

状完全对应
[35]。然后将这

些经过对应的标志点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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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两个标本相应标志点坐标之差平方和的平方根 [37]。为了计算本研究中标本组之间的差

异是否显著，我们使用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的方法计算了每两个标本组平均形状

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重复次数 n=10000）。置换检验以每人群中每一个体为基本单位，

以人群中每两个个体的 P 距离之和的均值为比较对象，每两个人群之间进行置换检验。

由于该置换检验是在同一数据集上同时检验几个独立假设的检验，那么用于每一假设的统

计显著水平都应根据 Bonferroni 校正（Bonferroni correction）进行校正，因此本研究的显

著性水平被设定为 α<0.0083（以 α<0.05 为基准）。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不同分组之间的形态差异，作者还生成了上述各分类的平均面部

形态。作者使用将标志点和半标志点数据组将各组额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额骨形

态的平均形状进行重叠并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

为了检验额骨的形态是否与遗传距离一致，作者还收集了样本中各人群的遗传信息。

这些遗传数据来自 1000 Genome Project[38] 以及 PanAsian SNP project[39]。作者对各染色体信

息进行测试，发现使用不同染色体上的遗传数据并不会造成测试结果的改变。因此，本文

中的遗传信息均使用第十号染色体（最长）上的遗传数据。由于形态数据和遗传数据的来

源有限，作者无法获得与形态数据中包含人群完全一致的遗传数据。因此，对无法找到对

应遗传数据的人群，将使用与其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均接近的人群获取遗传信息 [40]。配对

的人群包括（括号中为遗传数据）：欧洲人群（英国，107 个个体 )，非洲人群（肯尼亚，

116 个个体），东亚人群（北京汉族人群，108 个个体），美洲人群（墨西哥，107 个个体），

东南亚人群（爪哇，53 个个体），以及澳大利亚现代人群（美拉尼西亚，5 个个体）。作

者使用 Mantel test 对本文中人群的额骨形态距离和遗传距离做了相关性分析（α≤0.05）。

为了找出现代人额骨的形状变化与生长导致的大小变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还对额骨

形态进行了异速生长分析。异速生长是对形状和形状大小关系的研究，其针对的问题是某

个形态与其大小尺寸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找出尺寸较大的个体的形态是否是尺寸较小个体

的简单放大，或者形态随着尺寸的增减会发生相应的，统一的变化。

另外，每两个组间的额骨表型关系都通过计算每两个组之间的 P 距离，并根据这些距

离绘制成邻接树。此邻接树的分支都通过 Bootstrap 方法来确定该分支的确定性 [62]。这样

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不同组之间的表型关系远近，并能够评估这些亲缘关系的可靠程度。

3 结果

3.1 额骨形态在形状空间主成分分析结果 

图 3 示额骨形态在形状空间中的前两个主成分，PC1 代表所有变异的 27.04%，PC2
代表所有变异的 19.84%，二者总共代表了所有形状变异的 46.88%。沿着 PC1 的形态变化

主要集中在额骨鳞部的额结节和正中矢状脊以及额骨宽。PC1 正值一端极值（0.10, 0）和

负值一端极值（-0.07, 0）所代表的形态如图 3（A）和（B）所示。PC1 负极值（以澳洲

现代人为代表）所代表的形态具有额骨鳞部较短，额结节发达，有较明显的正中矢状脊，

而额鳞后方的高度较低，眶后额骨宽度较小，眉弓近端部分比较粗壮。PC1 负极值（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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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洲印第安人和部分欧洲标本为代表）所代表的形态特征为额骨鳞部更长，额骨鳞部

前方的隆突程度较低，额骨鳞部后方突起，整个额鳞呈倾斜向上状，额骨眶后宽度更大，

眉弓近端较纤细。绝大部分东亚现代人，美洲印第安人额骨形态分布在 PC1的负值范围内，

而非洲和澳洲现代人额骨形态几乎全部分布在 PC1 的正值范围内；而欧洲和东南亚现代

人的额骨形态则在 PC1 正值与负值范围内均有分布。这说明 PC1 能够代表了东亚现代人

组与澳洲及非洲现代人组额骨形态的主要差异。

沿着 PC2 发生的形态变化主要集中在眉弓的粗壮程度，额结节的发育程度和正中矢

状脊的发育情况上。PC2 负极值具有明显的额结节，额骨鳞部后方，接近前囟点位置较高，

无明显的矢状脊，眉弓发育程度较弱；而 PC2 正极值则具有粗壮的眉弓，较强的正中矢

图 3 标志点与半标志点在形状空间中的 PCA 结果
Fig.3 PCA in shape space of full landmark and specimen dataset

a：PC 1 和 PC 2 分别代表所有形状变异的 27.044% 和 19.843%。图中不同颜色的半透明色块代表了各个人群额骨形态的分布

范围。PC 1 和 PC 2 两端的形状代表了极值状态下额骨的虚拟形态（PCA in shape space of full landmark and specimen dataset. 

The first two PCs are plotted. PC 1 represents 27.044% of total shape variation and PC 2 represents 19.843%. Convex hulls are drawn 

around each modern human population to show the variation ranges. The surface visualizations represent the mean shapes a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ds of PC 1 and 2）。b：用颜色表示 PC 1 和 PC 2 两端的形态变化。其中，粉色和绿色分别表示颅骨表面形态

向外侧和内侧变化，颜色的饱和度表示变化的大小（Changes in morphology along PC 1 and PC 2 are visualized with colors. Pink 

and green indicates direction (outward and inward, respectively) and the saturation of the colors indicates magnitude of shape changes 

perpendicular to the surface of the sk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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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脊，接近前囟点位置较低矮。PC2 没有明显的区分组间的额骨形态差异，因此 PC2 所

代表的形态变异主要反映组内形态变异。

3.2 中心大小分析结果

中心大小反映所有标志点和半标志点到中心点的距离之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标本的整体绝对大小。在本研究涉及的各组标本中，东亚现代人中心大小的中位数最大，

澳洲现代人则最小（图 4）。

3.3 置换检验结果

本研究还对各组现代人的额骨形态进行了置换检验，并计算了每两组之间的平均 P
距离，以在统计学上分析每两组现代人的额骨形态差异的差异大小以及是否显著。置换检

验的结果列在表 2 中。P 距离计算结果显示，额骨形态最接近的两组现代人标本为东亚和

美洲印第安人。澳洲现代人的额骨形态与除非洲现代人以外的其他各组均有显著差异。东

亚现代人的额骨形态与澳洲，欧洲和非洲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图 4 各人群中心大小分析结果
Fig.4 Centroid size of populations involved in this study in shape space

表 2 各组现代人额骨形态的置换检验
Tab.2 Permutation test of frontal morphology in the groups

东亚 东南亚 澳洲 欧洲 美洲 非洲

东亚 4.78e-04 5.96e-04 1.26e-04 1.85e-04 2.02e-04

东南亚 0.4208 2.19e-03 5.23e-04 8.82e-04 7.76e-04

澳洲 0.00 0.00 6.26e-04 1.05e-03 7.45e-04

欧洲 0.0018 0.9976 0.0006 2.29e-04 2.27e-04

美洲 0.2224 0.2732 0.00 0.1745 3.61e-04

非洲 0.00 0.4933 0.0403 0.0013 0.00

    左下数值为显著性，右上数值为人群额骨平均形状之间的 P 距离，黑体表示两组人群额骨的平均形态有显著差异（显著水

平 p<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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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东亚现代人与其他现代人群额骨形态平均形状的比较

本研究还将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平均形态与其他现代人组的平均形态进行重叠比较

（图 5 所示）。

东亚与东南亚现代人额骨形态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眉弓的形态，额结节及其中央区域

的发育程度上。东南亚现代人的眉弓较不明显，额鳞的前半部分比较突出，并表现出较明

显的正中矢状脊，而后半部分则比较低矮，因此整个额骨鳞部呈现更加圆隆的形态。东亚

现代人额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出更加向前突出和粗壮的眉弓，眶间宽较大，前额相对低

矮，穹窿较高的特点。二者的额骨相对宽度相似。

东亚与澳洲现代人额骨形态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眉弓近端的粗壮性以及额骨鳞部的形

态。澳洲现代人额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相比十分发达的眉弓，特别是眉弓近端，

图 5 中国现代人与非洲，美洲，澳洲，东南亚和欧洲现代人额骨平均形状的重叠比较
Fig.5 Procrustes superimposition of the mean shape of East Asian modern humans and African, American 

Indians, Australian, Southeast Asian and European modern humans
绿色和粉色分别表示各人群与中国现代人平均形态相比颅骨表面形态向内侧和外侧变化：绿色表示中国现代人群的平均形

态更突出，粉色表示其他人群的额骨平均形态更突出。颜色的饱和度表示变化的大小（Changes in morphology along PC 1 and 

PC 2 are visualized with colors. Pink and green indicates direction (outward and inward, respectively) and the saturation of the colors 

indicates magnitude of shape changes perpendicular to the surface of the skull）

表 3 前五个主成分与额骨中心大小自然
对数的相关性

Tab.3 Correlations of the first five principle 
components and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he centroid size of frontal bone
相关系数（r） P 值

PC1 0.031 0.758

PC2 0.302 0.002**

PC3 0.296 0.003**

PC4 -0.193 0.0535

PC5 -0.199 0.0457*

这一粗壮型也向上延伸到额骨鳞部前端中央位置，

而额鳞后半部分则和东南亚现代人一样比较低矮，

最小相对额宽小于东亚现代人，而最大相对额宽大

于东亚现代人，即呈现上尖下宽的形状。东亚现代

人额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出相对较弱的眉弓，较

大的最小相对额宽和较小的最大相对额宽，前额中

心相对低矮，穹窿较高。

东亚与欧洲现代人额骨形态的差异主要集中

在眉弓形态和额骨宽度上。东亚现代人与欧洲现代

人额眉脊突出程度相似，但欧洲现代人的额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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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根据各组平均形状计算而得的邻接树（分支上的数字为 Bootstrap 值）
Fig.4 Bootstrapped Neighbor Joining Tree based on Procrustes distances among mean sample 

configurations(Numbers on the branches indicate Bootstrap values)

图 6 图示现代人额骨平均形状的异速生长
Fig.6 Allometric changes in frontal in recent 

modern humans
绿色和粉色分别表示随着中心大小的增加，额骨表面形态向

内侧和外侧的变化：绿色表示额骨表面形态更突出，粉色表

示额骨表面形态更回缩。颜色的饱和度表示变化的大小（Pink 

and green indicates direction (outward and inward, respectively) 

as the size of the frontal bone changes and the saturation of the 

colors indicates magnitude of shape changes perpendicular to the 

surface of the frontal bone）

前后长度较短，眉弓和眼眶位置较高，额

骨的相对宽度较大，并且有越向后相对宽

度越大的趋势。

东亚与美洲印第安人额骨形态的差异

主要集中在眉弓和正中矢状脊，以及额结

节等处。美洲印第安人额骨形态平均形状

与东亚现代人相比具有更加粗壮的眉弓近

端部分和更加明显的正中矢状脊，而额骨

结节的发育程度较弱，矢状脊两侧的结构

也比东亚现代人更低，但是差别不大，额

骨的最大相对宽度较宽。

东亚与非洲现代人额骨形态的差异与

东亚和澳洲现代人之间的差异位置相似，

主要集中眉弓近端的粗壮性以及额骨鳞部

的形态。非洲现代人额骨形态平均形状与

东亚现代人眉弓近端向前方突出，而远端

向后回缩，额骨鳞部前半部分较为圆隆而

后半部分则相对低矮。

3.5 额骨形态和遗传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额骨的形态是否与遗传距离一致，作者使用 Mantel test 对本文中人群的额

骨形态距离和遗传距离做了相关性分析（α≤0.05）。结果显示，二者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 r=0.214（p=0.002）。

3.6 异速生长分析

本文对额骨形状变异与中心大小进行的异速生长分析结果显示额骨大小能够解释形

状变异的 4.21%。前五个主成分与中心大小的相关系数与显著性列在表 3 中。其中，代表

变异最多的第一主成分与中心大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第二、第三和第五主成分与中

心大小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p<0.05）。形状随着中心大小的增加而发生的变化如图 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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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变化主要集中在眉弓向前凸出的程度和粗壮程度，随着中心大小增加，眉弓更加回缩

和纤细；额骨鳞部矢状脊和两侧也有所变化，随着中心大小的增加，额骨鳞部前半部分更

加向前上方隆起，而后半部分则趋于平缓。

3. 7 亲缘关系分析

在邻接树中 ( 图 7)，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形态与美洲印第安人在 98% 的情况下聚集在

一起，非洲现代人与澳洲现代人的距离最近，在100%的情况下聚在一起。在90% 的情况下，

东亚，欧洲与美洲现代人聚集为一组。东南亚和欧洲均为东亚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姐妹群。

除了非洲现代人以外，邻接树中的每一个分支都比较长，这说明本研究中涉及的每一个人

群都有比较长的独立发展历史。

4 讨 论

本文使用的现代人颅骨标本来自东亚，欧洲，非洲，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美洲，

共计 103 例。本文显示额骨的形态能够较好的区分各个现代人群。东亚现代人与东南亚

现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额骨形态无显著差别，而与欧洲，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的额骨形

态之间都具有显著差异。东亚现代人与欧洲现代人额骨形态差异最小，而与澳大利亚和

非洲的现代人额骨形状差别最明显。额骨形态和遗传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不同人群

的额骨形态与其遗传距离呈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形态上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

群之间的遗传距离。

澳大利亚与非洲人群在额骨形态差异的研究中未发现明显的差异 [41]。在本研究中，

二者额骨形态的置换检验结果也未发现显著差异。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眉弓向前突出

的程度和额骨鳞部的形态。Schillaci 使用形态测量学数据计算了多个晚更新世与现代人

群之间的关系，发现撒哈拉以南的现代人总是与澳洲现代人聚集在一起，而与其他现代

人群分开 [42]。这说明二者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在本研究中，他们都具有非常向前突出

的眉弓，相对圆隆的前额和相对低矮的穹窿顶部，而澳大利亚现代人的眉弓发育程度更甚。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使用额骨形态来区分东亚现代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群也比使用中面

部骨骼形态更有效 [41]。

从平均形状重叠结果可以看出，东亚现代人的眉弓发育程度在本研究各人群中居中。

其向前突出程度大于东南亚和欧洲现代人，而小于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和非洲现代人，但

在眉弓的粗壮程度上弱于欧洲现代人。另外，相比于欧洲现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东亚现

代人表现出明显的额骨结节，这在活体上意味着宽阔的额头。相应的，额骨鳞部的前半部

分在中国现代人中比欧洲现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具有的特点。而与这一特点在中国现代人

和非洲和澳洲现代人平均形状的比较中则相反。非洲和澳洲现代人额骨的平均形状具有非

常相似的特征。非洲现代人的眉弓虽然不如澳洲现代人发达，但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的额骨

鳞部前半部分十分前突，而后半部分则更加低矮。在 PCA 结果中，第一主成分可以将东

亚现代人标本与非洲、澳洲现代人标本完全分开，东亚现代人几乎全部为正值而非洲、澳

洲现代人几乎全部为负值，变异范围完全没有重叠。P 距离分析与置换检验结果也支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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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一致。这说明东亚现代人与非洲与澳洲现代人的额骨形态具有较大的差异，可能

暗示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联系，而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的额骨形态则具有很多相似之

处，可能暗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这一东亚现代人与非洲、澳洲现代人

具有较大形态差异的现象也在关于额骨形态的研究中被观察到 [41]。本研究的结果前人研

究 [42] 的结果相一致，并同意该文中提出的澳大利亚早期现代人可能是最初离开非洲的非

洲早期现代人的直接后裔的说法。

总的来说，东亚现代人的额骨形态并不像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态那样具有十分鲜明

的特征 [41]，但仍有一些在与各个人群比较过程中出现的一致性特征，例如东亚现代人具

有发育程度最弱的正中矢状脊，以及额骨鳞部后半部分相对较高，具有比较高的穹窿顶部，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现代人群的进化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各个现代人群的额骨

的平均形状之间的差别不大，特别是与亚洲现代人具有直接承袭关系的美洲印第安人，以

及共同位于欧亚大陆上的东南亚现代人和欧洲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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